
 

1 937年 7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爆发了震惊 

上 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为应付时局，国立北京大学、 

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所大学被迫南迁，先在湖 

南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后日军再度进犯，联合大学不得不 

西迁云南，长沙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 

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在战火与贫困中，以战时流亡大学的漂泊历 

程，创造出了一流大学的教育模式和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 

奇迹o．在昆明的8年问，西南联大培养出了大批蜚声中外 

的专家、学者及各类人才，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 

为抗日战争和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正如冯 

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所说的那样：“万物并育 

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 

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 

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 

之规模，外来 ‘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 

之谔谔。”(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 

在偏居西南一隅的艰难时期，西南联大的许多学者出 

于对国家民族的高度历史责任感，苦苦探索中华民族的前 

途与命运，产生了一大批卓有见识、极具深远意义的理论 

著述。其中，冯友兰先生的 “贞元六书”就是中国现代哲 

学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经典论著。冯友兰 (1895年一1990年)，河南唐河人，战前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 

授，抗战开始后随校南迁，并长期担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之职。在抗战期问，他一边教书，一 边写作，在将近 

10年的艰难困厄中，他写出了6部传世之作，即《新理学》(1939年出版)、《新事论》(1940年)、《新世iJiI》(1940年)、 

《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这6部书统称为 “贞元之际所著书”，简称 “贞 

元六书”，取 《周易》“贞下起元”之义，寄托了对抗战胜利和中国再度富强昌盛的希望。这 6部书，是冯友兰先 

生一生哲学创作的高峰，也是他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为民族文化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对于 “贞元六书”，贺麟先生在其名著 《当代中国哲学》中写道 ：“冯先生 《新理学》一书出版后，全国各地报刊 

杂志，以及私人谈话、发表的评论，异常之多，引起国内思想界许多批评、讨论、思考，使他成为抗战中，中国 

影响最大、声名最大的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认为：“第一，‘新理学’体系可以说是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的综合 

中西的哲学，在中国的理论思维的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第二，《贞元六书》中充满了抗战胜利的信心，强 

调了民族的自尊心，洋溢着对于民族复兴的热望，所谓 ‘以志艰危，且呜盛世’，表现了爱国主义的深情。”(张 

岱年：((冯友兰先生 <贞元六书>的历史意义 ) 

在 “贞元六书”中，《新理学》是冯先生 “新理学”体系的总纲，探讨了关于自然、社会和理想人格的普遍 

性问题。其核心是一般与特殊、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冯先生认为这是哲学的根本问题。《新事论》把 《新理学》 

对体用关系的认识应用于现实社会，以社会生产方式为体，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为用，强调体改变了，用也要 

跟着改变。并指出：中国的紧要任务是工农业的现代化，即把以家庭为本位的自然经济改造成以社会为本位的现 

代经济形态。这是人类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 “共相”。《新世训》主要讲处理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态度和方法。《新 

原人》提出了人生的四种精神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哲学的目的和作用是使人最 

终达到最高层次的天地境界，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生命的永恒意义，与天地同流，与宇宙同在。这也就是中国传 

统哲学中所说的 “极高明而道中庸”。《新原道》则以 “极高明而道中庸”为线索，．勾画中国历史哲学反思内圣外 

王之道的历程，以此说明“新理学”确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路子而出现的新体系。《新知言》则是 “新理学” 

体系的方法论，其主要意思是：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不可思议，不可言说，无法用正的方法得出，但可通过负的 

方法，即懂得为什么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而有更深刻的了解。可以说，“贞元六书”讨论了中国现代哲学与文 

化发展的诸多问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 

司马迁在 《太史公自序》中曾经说过：“昔西伯拘菱里，演 《周易》；孔子厄陈、蔡，作 《春秋》；屈原放逐， 

著 《离骚》；左丘失明，厥有 《国语》；孙子膑足，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 《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 

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太史公所言，无非就是鸿篇巨制的诞生大都与艰难困厄的环境 

有关。西南联大时期艰苦的岁月，颠沛流离的生活并没有妨碍冯友兰先生的研究和思考。相反，民族的兴亡与历 

(下转封三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上接封三 ) 
．  

史的变迁反而激发了他的著述热情，他在 《新原人》自序中表明了自己撰 

著 “贞元六书”的真实用意是 ：“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 

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 

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 

艰苦的生活条件、战争所带来的心理负担，并没有压倒西南联大师 

生抗日救国、光复家园的企盼。他们在工作中勤奋努力，在生活中幽默风 

趣，处处流露出学者的智慧和真情。其时的西南联大，弥漫着一股极为特 

殊的学术风气，每位教授行走在昆明的青石板路上，都像沉浸在自己的学 

术思考中，“对于我们来说，他们 (教授)就像孔子和柏拉图一样，是智 

慧的化身，一言一行都向围绕着他们的青年学子散发着他们自己的深邃思 

想和领悟”(郑敏： 忆冯友兰先生的 “人生哲学”课》)。1938年 7月 7日， 

西南联大文学院的师生和云南蒙自的民众在南湖边举行抗战纪念集会，冯 

友兰先生出席集会并演讲，他在演讲中强调说，一年来抗战成绩令人满意， 

中国坚持持久战是有希望的，一城一地的得失，不可悲观失望，中国必将 

取得最后的胜利。同时又说，战争固然能造成破坏，也将取得文明之不断 

进步，并鼓励学术界提高效率，多出成果，认真教学。西南联大教授浦薛 

凤称这次演讲 “语甚精当”。据钱穆先生后来回忆，当时文学院在蒙自， 

他与汤用彤、贺麟、吴宓、沈有鼎等7位教授居住在一家已废弃了的法国 

医院。该医院距离空军基地较近，时有空袭。“沈有鼎自言能占易，某夜， 

众请有鼎试占，得节之九二，翻书检之，竟是 不出门庭凶’五字。众大惊。 

遂定每晨起，早餐后即出门，择野外林有石胜处，或坐或卧，各出所携书 

西南联大复员时的冯友兰先生 

阅之。”(钱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这些奇闻轶事反映了西南联大期间，教授之间亲密无问的友好关系。因此， 

冯友兰先生在为联大撰写的碑文中，这样写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历史， 

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问。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冯友兰：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1938年 8月，西南联大蒙自分校课程结束，文学院师生迁返昆明。随着新学期的开始，西南联大的师生们 

遭受了从天而降的战火洗礼，生存于时时可能有日军空袭的危险境地。日本侵略者最初对昆明的空袭旨在对这座 

大后方的文化重镇进行骚扰，以从精神上将大后方的民众压垮。特别是在日军相继占领越南、缅甸后，云南在战 

略上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成为中国抗日的前沿，昆明笼罩在日本侵略者疯狂袭击的阴云之中。为躲避空袭的危险， 

“这就考虑要疏散到城外乡村里去。先疏散到离城七八公里的村子，后来又疏散到城外乡村里去。叫 龙头村’。 

这个村子是昆明郊区比较大一点的集镇，又叫 龙泉镇’。疏散到这个地方的人很多，有西南联大的人，也有中 

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还有北大的文科研究所⋯⋯这样，龙泉镇就成了当时一个文化中心了”(冯友兰： 

三松堂自序》)。于是，冯先生就经常奔走于学校和家之间，周末回家，平时在学校里上课或办公。面对日本飞 

机的狂轰滥炸，联大师生一开始的确感到有些紧张、恐惧。到后来，便渐渐能采取一种安之若泰的态度，对日本 

侵略者的军事讹诈威胁表示出极大的蔑视。作家汪曾祺曾在一篇散文里把西南联大师生们跑警报作为联大的景观 

予以生动的描绘。他叙述说，联大师生们往往要等到表示日机正往昆明方向飞来的空袭警报响了之后才停止上 

课，三三两两朝野外走去。到了野外，也不急于钻沟藏洞，而是在野地里看书、闲聊或打牌，等到飞机的影子出 

现才钻进洞里。有的同学对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根本不屑一顾。然而，真正严重威胁西南联大师生生存的不是日本 

人的轰炸，而是贫困与饥饿。西南联大从成立的第一天起，便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中。教师们的工资常常入不敷 

出，有些人只能靠卖字卖文维持生计。“当时有人说，现在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冯友兰： 三松堂自序》) 

为此，西南联大的部分教师还曾组织了一个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的合作社，冯先生也列在卖字的行列中。闻一多 

先生善刻图章，为了要卖字，他还特意为冯先生刻了两枚大图章以备使用。即使这样，也还解决不了问题，据说 

冯先生夫人任载坤女士曾在龙泉镇自家院子里炸麻花卖给小学生吃。 

在抗战8年的艰苦岁月里，在地处边陲的云南昆明，西南联大的师生克服物质设备、图书资料、生活条件等 

方面的种种困难，精诚合作，共济时艰，结茅立舍，弦歌不辍，以卓著的业绩，在国内外教育界都赢得了美好的 

声誉。在这个阶段，冯友兰先生亦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离开昆明到重庆、成都等地演讲，同时为 《哲学评 

论》、《思想与时代》、《大公报》、《中央日报》、《东方杂志》等刊物撰写稿件，发表了 100多篇文章，苦苦探索救 

亡图存、民族复兴的道路。 

1946年 5月，冯友兰先生与其弟著名地质学家冯景兰教授两家人，由河南同乡提供一辆带斗的吉普车，经 

贵州到达重庆，并于 7月下旬到达北平，返回清华大学；8月，应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赴美担任该校客座教授， 

讲授中国哲学史。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杨绍军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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